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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改造背景下民族社区社会文化的变迁 

——以武汉市马家庄为例 

李安辉
1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马家庄是明末清初著名经师马明龙的故园。随着社会发展与城市建设需要，马家庄所在的关山村成

为武汉市征地拆迁与“城中村”改造的重要对象。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家庄历经数次搬迁，社会结构、社群模式、

居住格局、居住条件、生计模式、生产方式、族际交往、通婚形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马家庄社会文化变迁是乡土个体记忆、民族集体记忆与城市社会记忆的共同见证，是散杂居地区传统回族社区变迁

的一个典型代表，也是时代变迁、社会演进、“都市里的村庄”改造与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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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庄是一个回族聚居村落，位于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关山村①，是明末清初著名经师马明龙②的故园，迄今

已有370多年历史。学术界对于马明龙的专项研究成果较少，目前还没有人研究马明龙故园马家庄社会文化变迁。据调查了解，

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马家庄从1953年开始拆迁，由于自然村落缺失历史档案与详细记载，其村寨人物与历史主要依靠村民口耳

相传。笔者1998年前往马家庄调研时，因村寨没有整体搬迁，村民对于村寨的历史与马明龙的故事传说记忆相对比较清晰。而

2000年、2014年两次异地重建后，随着生态环境改变与居住格局的变化，马家庄村寨历史记忆与民族记忆逐渐模糊。本文在长

期田野调查与村民群体性口述史③2基础上，以马明龙故园马家庄及回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呈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家庄卷入城市

化过程中生态环境的变化、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的重构，剖析马家庄“村改居”社区的社会文化变迁及其作为城市基本

单元被建构的过程，为城市化建设中“城中村”改造对农村社区的影响研究增加空间样本，为马明龙研究以及散杂居地区回族

传统村落变迁研究提供第一手有价值的资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1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散杂居回族社区文化变迁研究”(CST18012);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变

迁与坚守:一个武汉“城中村”的崛起——基于马家庄回族社区的民族学考察”(2017038)。 

作者简介:李安辉，女(回族)，中南民族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回族历史文化、散杂居民族问题。 
2①马家庄是关山村24个自然村中惟一一个回族聚居村落。据2018年调查统计，关山村有1674户，3685人，其中马家庄回族有54

户，107人。关山村委会称马家庄为中十一组，但村民仍习惯称该组为上马庄、下马庄或马家庄，并沿用至今。 

②马明龙(1596－1678年)，即马铨，字明龙，是我国经堂教育创始人经学大师胡登洲的三传弟子，与常蕴华、李定寰、马君实

被时人誉为伊斯兰“东土学者之四镇”。 

③李安辉于1998年、2005－2014年、2015年10月至2018年10月多次前往马家庄调研。长期调研报告人为李世亮。2017年7月10至

26日集中访谈主要对象有:刘仲林(85岁)、金文芳(83岁)、李和枝(83岁)、马运炎(82岁)、答卓英(81岁)、刘仲才(81岁)、刘仲

鑫(79岁)、付庭松(70岁)，钱有珍(70岁)，刘仲森(77岁)、马运江(60岁)、马式勇(55岁)等，陪同访问人李世亮、刘仲森、刘

福强。文中访谈资料均来源于此，不再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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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家庄环境变迁 

社会文化变迁包括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主要指社会制度的结构或功能、文化的内容与形式，乃至于任何社会文化事象或

文化特质，因内部原因或外部环境所引发的一切变化。社会文化变迁主要原因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改变。“变迁在所有社会

文化系统中是一个永恒的现象。……变迁一般是由社会文化环境或自然环境的改变引起的。”［1］马家庄社会文化变迁的主要原

因是武汉市城市建设需要、“城中村”改造与征地拆迁等社会环境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家庄征地拆迁次数较多，有年

长的村民不无夸张地反映:感觉一辈子都是在搬迁中度过。马家庄水塘、耕田、土地、宅基地、墓地、清真寺都是征地拆迁范围。

其中，墓地、住宅与清真寺搬迁最为复杂，且对马家庄社会文化变迁影响最大，本文将以这三方面为重点进行阐述。 

(一)马家庄墓地搬迁。 

1．马家庄墓地的特点。马家庄是武汉市最早的回族墓地。据康熙年间立《武昌马家庄学田凡例及捐资人员姓氏碑》记载:

“遇教亲归□土坟茔无借者，本庄设有义地予葬之。遇教亲中有殡葬乏资者，聊□坑资以□安埋也。”［2］义地即墓地，马明龙

主持辕门口清真寺时，从马蛟麟所捐学田中划出一部分供回族亡人安葬。马家庄回族墓地应是武汉市最早的公共墓地，开创了

武汉公共墓地的先例。据马运炎先生介绍:“因为马家庄属于义地性质，马家庄墓地并不只有马家庄的回族。以前汉口、武昌回

族也都有埋在马家庄义田的。1953年迁墓就有800座。” 

2．马家庄墓地搬迁概况。据马运炎、刘仲森、李世亮三位先生介绍:马家庄墓地是陆续被征用的，迁坟次数很多，大规模

或大批次迁坟就有6次之多。一是1953年迁坟。因中南荣军学校建设需要征用土地。马家庄在杨家湾一带墓地迁到舒家巷喻家山。

二是1955年迁坟。因华中工学院②建设，舒家巷喻家山墓地搬到九峰乡境内的石门峰。三是1958年迁坟。1953－1958年，人民公

社时期，马家庄在张家湾一带墓地迁移到石门峰回族墓区。刘仲森先生的外公外婆坟墓也是在这次迁移之列。四是1979年迁坟。

因武汉邮电学校建设，将位于该地的墓地迁到营盘山③3。五是1990年迁坟。因建设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营盘山墓地迁到光谷大

道凌家山。1990年，因建立闻一多基金会办公场所，马家庄又迁过一次坟，也是迁往凌家山。六是1999年迁坟。位于凌家山的

墓地，因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扩建校区，将凌家山墓地迁移到豹澥镇石灰窑等地。历时近半个世纪的墓地迁移至2000年已基本完

成。 

3．墓地搬迁的敏感性。据村民反映，在马家庄搬迁中，对内心触动最大的是墓地搬迁。因回族大多信仰伊斯兰教，土葬，

不用棺木，墓地搬迁并非一件易事，尤其是墓地搬迁后因再次征地开发而多次迁移，如有一批墓地从马家庄拆到舒家巷喻家山，

再从喻家山迁到石门峰;也有一批墓地从马家庄到营盘山，又从营盘山迁到凌家山，再从凌家山迁到石灰窑。同一个墓地迁两三

次，难免对村民心理上产生影响，但调查时村民表示:“拆迁是大事，是政府为了城市建设与‘城中村’改造，个人和家庭是小

事，我们必须克服心理障碍，服从大局与统一安排。” 

(二)马家庄的住宅搬迁。 

马家庄拆迁对村民生活影响最大的是住宅搬迁。住宅搬迁，耗时长，从征地到搬迁到安居，少则两三年，多则五六年。 

1．住宅搬迁概况。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家庄村民大规模住宅搬迁主要有三次。一是1979年第一次住宅搬迁。据调查得知，

马家庄村民记忆犹深的第一次住宅整体搬迁时间是197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征用土地，上马庄整体搬到毗

邻的张家湾。二是2003年第二次住宅搬迁。2000年因修建雄楚大道、开发保利华都和尚文创业城商品房等城市开发建设与“城

中村”改造，马家庄在关山街新竹路异地重建，至2003年正式搬迁。三是2014年第三次住宅搬迁，再次异地重建。因保利时代

与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的建设，2010年有关部门决定将新竹路还建新村搬迁到对面的光谷青年城，至2014年正式搬迁。 

                                                        
3②华中工学院是华中科技大学前身。 

③营盘山即现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办公楼和武汉科技会展中心的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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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宅搬迁特点。一是搬迁范围由部分到整体，从一个自然村到多个自然村。1979年的搬迁是马家、廖家、付家和伍家等

居住的上马庄搬迁。马明龙后裔即在这次搬迁之列。2003年是原马家庄整体搬离故园。2014年搬迁是包括原马家庄村民在内居

住在新竹路还建新村的关山村8个自然村寨的异地重建。二是搬迁前后住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9年搬家前的住宅绝大多

数是泥土房。搬迁后盖的新房有泥土与木材结合的，也有红砖与木材结合的，也有纯红砖房，后来陆续有部分村民建起了二层

小楼。2003年从马家庄搬迁至新竹路还建新村，马家庄还建房回族有126套，汉族有128套，都是三层砖混结构双拼或联排洋楼。

2014年，还建到光谷青年城是高楼电梯房，回族集中居住在两个楼栋，还建房大多也在该小区。 

(三)马家庄清真寺搬迁。 

明末清初至2000年的马家庄都是一个寺坊格局的回族自然村寨，围寺而居是传统社会回族的一种生活习惯。 

1．马家庄清真寺名称。马家庄清真寺随住宅搬迁而异地重建。因老百姓都叫马家庄清真寺，为了行文方便与区别，在此，

加上所在地的名字，即马家庄清真寺、新竹路马家庄清真寺、创业街马家庄清真寺。 

2．马家庄清真寺的搬迁过程。据村民回忆:马家庄清真寺原址在马明龙故园上下马家庄，清末为土木结构房屋，1938年武

汉沦陷后，日本人用马拉倒清真寺，木材运走了，只留下地基与土墙。新中国成立后，在上马庄和下马庄分别各设置3间瓦房为

穆斯林群众去世后临时停放安置之用。因自然侵蚀，房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倒塌。2000年马家庄还建到新竹路还建新村时，

在村民要求下，关山集团还建了一栋三层楼的回族活动中心。2010年12月，武汉市伊斯兰教协会根据穆斯林群众的申请和东湖

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关山片区穆斯林流动人口逐渐增多的现状，为了满足穆斯林的宗教生活需要，与关山集团达成协议，将新

竹路马家庄回族活动中心改建并恢复为马家庄清真寺，并于2011年2月23日正式对外开放。2012年新竹路还建新村需要再次拆迁，

清真寺也在拆迁范围。2013年9月再次异地还建到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创业街关山三路406仓库，9月30日正式恢复并对外开放。 

三百多年历史悠久的马家庄回族聚居村落，经过多次征地拆迁，村民搬离了故园，墓地与清真寺异地还建，代之而起的是

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交错纵横的立交地铁、日新月异的国家级高新区“中国·光谷”。社会环境的改变与自然生态环

境的变化相伴而生。随着马家庄的整体搬迁，村民失去了可耕种的土地，集中连片定居，人口密度增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

为密切。 

二、马家庄社会变迁 

社会环境的变化是社会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马家庄人不断地顺应外在的生活环境，与周边不

同文化背景的人员接触增多。马家庄人与新的社会环境人员接触包含族群边界与地域边界两个层次。族群边界是指马家庄自然

村落存在回汉两个族群，两者有文化差异，存在族群边界。而面对新的生活环境，“我村”与“他村”之间又存在地域边界。

当族群边界与地域边界在某种情况下存在分歧或冲突时，地域边界意识优于族群边界意识，这是散杂居地区民族关系与社会关

系的一个特点。马家庄人不分回汉族群都把原马家庄故园这一地域边界作为维系社会关系的地域共同体。马家庄回汉族群虽然

有各自的文化特质与文化差异，但在长期的居住、通婚等互动中产生了价值观念的一致性，形成了文化的相似性与文化共性。

“接触中的族群维持不仅仅意味着认同的标准和标志，而且也意味着允许文化差异迁延的互动的构建。”［3］7马家庄社会文化变

迁主要是以回族为例，但马家庄汉族也同样经历着生态环境变化与社会文化变迁。马家庄的社会文化变迁是全方位的。 

(一)马家庄社会结构变迁。 

社会结构在社会学中是一个较为宽泛的词，包括社会组织、经济结构、就业和社会保障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多方面。历

史上，马家庄属于武昌城外的江夏。新中国成立时至2014年前仍属于“城中村”，村民属于农民。引起马家庄社会结构重大变

化的因素是武汉市第四批“城中村”改造，即2010年从新竹路还建新村搬迁到光谷青年城是马家庄社会结构变迁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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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9日，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村村民委员会提交了《关山村“城中村”改制的报告》，决定于2010年元月开始

进入改制，并于2010年4月20日获开发区管委会批复同意。根据《关山村“城中村”改制实施方案》，“城中村”改制主要有四

个方面:一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改为公司。2010年5月2日成立了关山股份集团公司。为了便于股份制公司正常营运，5月21日关山

村改制后正式启用“武汉关山经贸集团有限公司”，5月26日选举了关山经贸集团有限公司领导班子。二是村民户籍变更“农转

非”。2010年3月16日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村村民委员会发布《关山村关于“城中村”改制农转非户口改登决议》，“同意关

山村‘农转非’户口改登，以便关山村‘城中村’改造，稳定平和顺利地进行”。2010年5月完成了“农转非”工作。三是“村

改居”，撤销村民委员会建社区居委会。5月21日关山居委会成立，完成了“村改居”工作，村民变为居民和公司股民。村委会

自治组织功能自动转化为社区居委会自治组织的功能，完善了工会组织。四是落实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2010年5月，关山

村完成了“村改居”人员办理社会保障。村民的医疗、退休、教育、福利、劳动就业等社会保障进入国家发展管理轨道。 

(二)马家庄居住格局演化。 

马家庄居住格局的演化表现在搬迁前后居住区域内回汉民族人口的比例变化与居住区域的空间组合变化，可归纳为四个阶

段与四种格局。一是回族单一民族聚居格局。马家庄是明末清初形成的回族聚居村寨。“在马明龙的影响下，回族、马家庄清

真学田、马家庄清真寺与伊斯兰文化特色是马家庄作为民族宗教教坊形成的三个重要因素。”［4］二是以回族为主回汉民族混居

格局。清末，上马庄主要是回族，下马庄是回汉混居。1975年，上下马家庄合并后的马家庄是回汉混居村寨。三是地域与民族

双重标准下的民族聚居与散杂居并存。共同的历史记忆与共同地域符号是马家庄人在新环境的凝聚因素。在新竹路还建新村与

光谷青年城，原马家庄人相对聚居在几个楼栋，还有关山村8个自然村和其他零散地区拆迁户共同居住，汉族人口比例比原马家

庄大幅增加。新竹路还建新村与光谷青年城呈回汉散杂居格局。四是民族、地域、市场经济三重标准下的散杂居格局。光谷青

年城占地6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到350万平方米，是市场经济下的商品房，居住人员复杂，与周边保利时代、金地阳光城、

当代曙光嘉园、阳光在线等小区连成一片。马家庄回族生活在光谷青年城的占80%，另外20%回族生活在其他小区。因此，无论

是从光谷青年城的视阈，还是从其他社区的视角，马家庄回族处于散杂居居住状态，回汉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密切。 

(三)马家庄居住条件嬗变。 

“越搬越好”，“越变越好”，这是调查时村民说得最多的两句话。一是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时代变化了，社会进步了，

生活越来越方便，生活质量日益提高。二是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建设与“城中村”改造，老百姓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马家庄人

由最初的茅草房到土砖房到红砖瓦房，再由红砖瓦房到砖混结构的白墙灰瓦双排或联排别墅，再到框架结构的高楼大厦。由马

家庄全家居住的一套房，到新竹路还建新村三层楼房，到光谷青年城多套房屋。在现代房价不断攀高的情况下，房产成为有价

值的经济衡量单位，拥有多套房产的村民依靠出租成为当地比较富有的居民。三是每家每户居住宽敞舒适，家里实现了电器化、

现代化，多数家庭有小轿车，过上了富裕生活。 

(四)马家庄生计模式与生活方式变迁。 

马明龙生活时期，马家庄是作为辕门口清真寺的教学田地，以收租谷作为清真寺与经堂教育的供养。村民则以耕种为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至1978年，马家庄人主要以种田种地为生，身份主要是农民，也有部分工人。据刘仲森先生、李世

亮先生介绍:马家庄主要以种田为主，1972年武汉炮兵司令部征用土地，当时上马庄有十来人、下马庄二十多人出去当工人。十

一届三中全会至2003年，马家庄人主要以种地、种菜为生。分田到户以后村民以集体养鱼为业。因清真肉食的供应，屠宰业也

是个别村民的生计方式。据调查统计，2003年前，马家庄人身份绝大部分是农民、30多人是工人、有2人是个体经营，有1人入

伍当兵。 

2003年搬到新竹路还建新村至2010年4月，包括马家庄在内的关山村人虽然身份仍然是农民，但都失去了土地。2010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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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改造开始，集体经济兴起。关山村生产组织形式主要是集团公司与下属企业。据调查了解，关山集团一、二、三产业门

类齐全，农工商企业协调发展，其下属企业有:鲁巷广场购物中心、武汉华美达光谷大酒店、关山工业园、关山农业科技园等。

马家庄等关山村人生活方式与武汉市民无异。马家庄回族的文化知识水平得到提高，80后、90后有85%以上为大学生，也有少数

人为研究生或在国外留学。这一部分马家庄回族都有稳定的工作。有一部分人在公司、企业、学校、社区工作，有部分人退休

在家，部分人在社区、清真寺当义工，也有个别人赋闲在家。房租是马家庄人主要的收入来源。同时，集体经济有股份，村民

男性50岁退休，女性45岁退休，退休补贴1千元。村集体经济改制为公司后，村民仍有股份和分红，集体办了医保、社保等社会

保障。 

(五)马家庄族际交往变化。 

马家庄族际交往主要表现为回族与汉族的交往。马家庄是一个传统回族聚居村落，传承三百多年。遵循儒家思想与推崇行

善是马家庄回族与汉族的文化共性，同时也与周边村落存在文化差异。“族群身份应该是大部分身份中首先要考虑到的，它限

定了拥有这种身份的个人所承担的各种身份和社会人格。”［3］9回族与汉族的社会接触，因回族文化特质而维系着族群边界。随

着居住格局的变迁，马家庄人社会接触越来越广泛，回汉互动空间更广阔，交往交流更密切。马家庄是散杂居地区多民族嵌入

式社区和谐发展的一个典型。 

(六)马家庄回族通婚形式变化。 

马家庄回族通婚形式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过程，即族内外姓婚、不分姓氏的族内婚、族内婚为主族外婚为辅、族外婚为主

族内婚为辅。历史上回族普遍实行族内婚姻。查阅《马氏族谱》，明末清初怀远堂马姓主要实行族内外姓婚，不与族内本姓通

婚。怀远堂马姓早期通婚主要为徐、答、袁、冯、高、王、定、苏、汪、魏、郑、唐等姓氏。清末开始与马姓通婚。田野调查

得知，马家庄有三支不同宗同祖的马姓，因而单凭姓马无法确认是否同宗同祖。民国时期有族外婚。据83岁马运炎老人介绍:“在

奶奶、母亲一辈，回族只能与回族结婚。男方可以娶汉族女人，但必须信我们的阿訇，起经名;女方必须嫁回族。解放后，回汉

可以通婚。”近年来，随着居住格局的变化与时代变迁，马家庄回族通婚对象主要是汉族，而且较为普遍。据2017年12月统计，

马姓、刘姓等4个主要回族姓氏通婚结果为:60岁以上22对通婚对象中，回族族内婚有9对，占41%，回汉通婚有13对，占59%;而

60岁以下的29对通婚对象中，回族族内婚只有4对，只占13%，回汉通婚25对，约占87%。 

(七)马家庄社群共同体模式变迁。 

社群本是社会学的范畴。马家庄社群共同体主要是指原生活在马家庄这一地域范围群体所发生作用的社会关系。分析马家

庄社群关系重组与被建构过程，可以将马家庄社群共同体发展历程归纳为家族式、宗族式、民族式、民族宗教式、地域符号式

五种模式。一是家族式社群共同体，即以某一家族为核心而形成的社群关系。马家庄原叫祝家庄，是明末清初马明龙购买清真

寺学田后而得此名，怀远堂马氏家族是最初的社群共同体。二是宗族式社群共同体。宗族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一种社会

组织，同姓同宗共祖是宗族的主要特征。马家庄是由马蛟麟捐田，以马明龙与儿子马房龙及其后裔怀远堂马氏禄公分世系为中

心的聚落，是马氏宗族式社群关系。三是民族式社群共同体。继怀远堂马氏之后，四川马氏、陕西马氏、武昌十字街的李姓、

下马庄附近伍姓等纷纷进入马家庄，形成回族自然村寨。四是民族宗教式社群。清末马家庄吸引了外来汉族进入村寨，皈依伊

斯兰教，有的与回族通婚后成为回族，如付姓、廖姓等。同时马家庄“义地”是武汉三镇穆斯林的公墓。因而，马家庄的社群

演化为多姓回族与伊斯兰教信仰的社群关系。五是地域符号式社群，即以某一地域作为认同符号而形成的社群。2003年，马家

庄搬迁故园后，原有地域不再是社群生活的区域，但马家庄地域情结、地域符号是社群认同与凝集的标志。无论是集中居住在

新竹路还建新村，或是居住在光谷青年城，还是散居在杨家湾保利华都、尚文创业城、新竹路保利时代、鲁广花园等地，马家

庄始终是原马家庄村民认同的符号。社群范围随地域范围的增加而逐渐扩大，但最牢固的关系是最初地域认同，即马家庄是最

核心的地域符号，是社群发展中更为精细的社群关系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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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家庄文化变迁 

马家庄的文化变迁主要体现在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上。历史上，马家庄回族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主要体现在入口、入土、

入寺“三入”，即讲究饮食习惯、遵循土葬习俗、信仰伊斯兰教。“三入”是马家庄回族与周边汉族区别的文化差异。随着时

代变迁与回汉交往密切，“伴随着文化差异的不断减少，而发生的文化类型广泛的趋同现象和同质化倾向”［5］。现阶段，马家

庄回族在风俗习惯与宗教文化信仰方面既有坚守也有变迁。 

(一)马家庄回族风俗习惯的坚守与变迁。 

一是马家庄年长者遵守回族传统饮食习惯。马家庄回族与武汉起义门、汉口等地回族都保留了开斋节炸油香习俗。马家庄

拆迁前后都有回族从事清真食品经营业。马运江先生退休后，十多年以来坚持在新竹路卖清真牛肉，这是马家庄回族清真食品

的主要来源。年轻一代饮食习俗有所变化，但年长者要求年轻一代不能把饮食禁忌物带回家。二是马家庄回族宰鸡鸭活禽有请

寺里阿訇的习惯。但还建的光谷青年城离创业街清真寺较远，这一习俗有所改变。三是马家庄人在原马家庄与新竹路还建新村

都是围寺而居，而创业街清真寺搬离了光谷青年城，就光谷青年城回族来说，目前不再是围寺而居。但马家、廖家、伍家三家

出嫁女儿放弃了条件优越的光谷青年城还建房，选择当时相对偏远的创业街清真寺附近小区祥和雅居，老年人为方便上清真寺

也随之搬去居住。围寺而居仍是一种生活向往。四是马家庄的服饰习惯平时与周边的汉族无异，在重要节日或特定的日子与场

所，男子会戴白帽。五是节日方面，马家庄回族过开斋节，现阶段不过古尔邦节和圣纪节，而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比

开斋节气氛更为浓重。 

(二)马家庄回族丧葬习俗的坚守与变迁。 

马家庄回族坚持土葬、速葬、薄葬习俗，严格遵循回族的丧葬仪式与礼俗。从墓地拆迁可知马家庄土葬习俗的坚守。丧葬

习俗变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因征地拆迁，墓地多次迁移，地址多次变化。二是墓地性质发生了变化，原马家庄是武汉三

镇回族的公共墓地，是“义地”。而现阶段马家庄回族墓地豹澥镇石灰窑周边被火化习俗汉族墓地所环绕。三是回汉通婚家庭

将面临葬俗变迁。原关山村户籍回汉通婚家庭及直系亲属都可以土葬。而改制后通婚的回汉家庭夫妻一方的回族可以土葬，而

汉族必须遵循武汉市殡葬规范实行火葬，回族家庭夫妻葬在一起的传统葬俗将发生变迁。 

(三)马家庄回族宗教文化的坚守与变迁。 

马家庄回族对宗教文化的坚守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马家庄对马明龙墓的维护。1953年马家庄墓地第一次征地拆迁时，由于

马明龙的历史影响、重要碑刻的历史价值以及马家庄人的坚持，马明龙墓不仅没移，还修建了亭子外观，安置了七块碑刻。在

后来多次征地拆迁中，马明龙墓仍然保留在原有位置。20世纪80年代，湖北伊斯兰教协会杨松珊会长向政协提建议将马铨(明龙)

墓立为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马铨墓被立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马明龙墓是马家庄人共同的祖先记忆与历史记忆，不是其

直系后裔在看守，而是李世亮、马运炎等非亲属关系者在义务看守与维护。二是马明龙后裔的宗教传承。马明龙儿子被称为“房

龙大师”，后裔阿訇辈出。据马家庄马明龙直系后裔介绍:“我的大爷家四代都是阿訇，最近的一代是马明松，我大爷爷还有两

个叔伯兄弟，叫马明正和马明瑶，马明瑶当过阿訇后来去台湾了。我大爷是马家庄清真寺毁坏前最后一个阿訇马平阶的学徒。”

三是还建清真寺。马家庄人不管搬到哪，都要求还建了清真寺，而且都叫马家庄清真寺，这一现象本身是民族宗教文化自觉的

表现。马家庄宗教文化发展是动态的过程，其变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家庄回族的宗教文化信仰逐渐淡化。自然生

态环境与社会环境变迁引起信仰淡化。还建到创业街的清真寺远离了回族居住的光谷青年城。清真寺的远近是引起世居回族宗

教信仰变迁、加速信仰淡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马家庄清真寺的功能与服务对象发生了变化。马家庄清真寺源于马明

龙时期的“馆”，既是经堂教育场所，也是收留“贫者”与“慕教”者的慈善公益场所，还是实行回族丧葬习俗的场所。新中

国成立后的专设房和2010年的活动中心主要是作为丧葬习俗场所。新竹路与创业街马家庄清真寺是武汉市伊斯兰教第四大宗教

场所，主要为穆斯林的宗教活动与回族丧葬习俗服务场所。同时，马家庄清真寺的服务对象发生了变化。马家庄清真寺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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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武汉市的世居回族，现服务于武汉市的穆斯林，既有武汉市世居回族穆斯林，也有流动穆斯林，还有国外穆斯林。 

文化变迁，就是指或由于民族社会内部的发展，或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因而引起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改变
［6］

。三百多

年的马家庄，随着社会发展与民族接触而引起社会文化变迁。历史悠久的马家庄目前虽然被现代化城市所掩没，只留下公交站

名和马明龙拱北，但是马明龙开创马家庄的历史记忆与善行义举被传承下来，马明龙“以儒诠经”伊斯兰教中国化思想影响着

马家庄一代又一代的回汉民族。在城市化建设与“城中村”改造的过程中历经数次搬迁，甚至是触碰到回族最为敏感的丧葬习

俗，马家庄回族都没有怨言，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城市建设为中心，为武汉市建设与关山村崛起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马家

庄社会文化变迁是乡土个体记忆、民族集体记忆与城市社会记忆的共同见证，是散杂居地区传统回族社区变迁与嵌入式发展的

一个典型代表，也是我国“都市里的村庄”改造的一个烙印，是时代变化、社会演进与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值得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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